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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子馍是当今中国北方地区家喻户晓的一道民俗小食。作为“面食之路”的具体实证之
一，石子馍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石子馍溯源的问题，学界普遍将其与石器时代的石烹法所
联系，认为其是源自上古，是饮食界的活化石。本文通过对石烹法的考证以及对古汉语文献
中有关石子馍的记载分析，认为石子馍是一种饮食文化的创新。最后文章从民俗学的角度出
发，对石子馍在当今社会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讨论，进而对石子馍在“面食之路”中所
承载的文化内涵做出了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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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引言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商旅道路，不仅沟通欧
亚大陆，使丝绸、瓷器、马匹、药材、宝石等
珍贵货品得以流通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而且，
音乐、舞蹈、绘画、服饰、食物以及各种宗教、
技术亦通过此条通道流行传播。若从农作物、
食物和食物加工技术、制作技艺的立场出发，
它无疑还可以被理解为“面食之路”。所谓“面
食之路”，主要是将中国境内由内地沿河西走
廊通往西域的这条东西商道——曾被德国地理
学者李希霍芬于 1877年命名的丝绸之路。从文
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立场出发，着眼于商道沿
途各地的庶民及客商们的饮食生活，关注商道
沿途各地的面食文化及其发展，从而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发现它同时也正是面食文化相互交
流的传播之路。有关“面食之路”的研究虽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多元的内涵仍值得更
深一层的探讨和发掘。例如，面食食物及其制
作方法在“面食之路”中国段内的持续流动与
传播等，就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石子馍
为例，拟通过对石器时代石烹法的分析，进而
对“面食之路”中国段区域内石子馍的制作技
法、溯源、传播和相关民俗等展开一些初步的
探讨。 
 
Ⅱ. 关于石烹法的考辩 
 
石子馍是一种利用烧热的石子作为热源导
体加热烹熟面饼的一种面食食物。今天中国学
界大多认为石子馍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早
期先民的原创，是一种利用石器时代所传承下
来的石烹法所制成的食物。这种看法存在两个
问题。第一是有关石子馍的溯源问题。第二是
石器时代的石烹法是否跟石子馍具有关联性的
问题。当然，从史前考古学所出土的证据以及
民族学资料来看，古代人类用石烹法烹饪食物
是人类烹饪史上的客观事实。 
在陶器出现之前，古代人类会对天然材料
进行简易的加工作为炊具，“或用兽皮为锅，
竹筒为釜。”[1]当然，石板、石块这类在生活
中较为易得的材料，也会被当作炊具使用。而
使用石质材料作为烹饪工具的烹饪方法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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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烹法”。亦有学者将陶器出现以前，人类
使用石质烹具对食物烹饪的年代称为“石烹时
代”。 
对于石烹法定义和分类，先贤学者们有着
不同的看法。王仁湘依据对石质烹具加热方式
的不同，将石烹法分为三类：1，用明火烘烤石
板，将食物放在热石板上烤熟；2，将加热过的
石块轮换放入盛水具中，将置于热水中的食物
煮熟；3，将食物和加热的石块同时放入盛具中，
晃动盛具使食物充分受热成熟。[2]而宋兆麟将
石烹法称为“炽石煮食法”[3]，具体的烹饪方
法是“以烧炽热的石块，丢入盛水器皿中，把
水烧沸腾，从而把水中的食物烧熟。”[4]而利
用石板烘烤食物相比石烹法是较早的发明。[5]
聂凤乔则依据石质材料类型的不同，将石烹法
分为石块烹、石板烹、石质炊具烹三类。其中
石块烹中因对石块加热方式的不同又细分为外
加热法、内加热法、散加热法和烧石煮法。[6] 
鉴于使用石烹法的年代过于久远，早期考
古学亦未发现有力证据，先贤学者们只能通过
古籍中记载的只言片语和部分民族学材料对石
烹法做出推测研究。随着近年来史前考古新材
料的发现，石烹法在出土文物上被给予以存在
的证明。 
1988年，青海省黑马河 1号遗址出土发现
有火烧痕迹的砾石。考古学者推测古人类使用
烧热的砾石将肉类加工至熟。[7]1998-2002年，
重庆丰都县井水湾遗址发现有 6件石器，疑似
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烧石。[8]2007年，青海省
共和县沟后水库附近的沟后 001地点发现有古
人类生活的遗迹，遗迹主要为由碳屑、灰烬和
砾石的灰堆。“灰堆中的砾石零散分布,多有火
烧痕迹,其中 2 件因加热而断裂,应该是用来加
热食物的烧石。” [9]2007 年宁夏水洞沟遗址
12地点处共出土、搜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烧
石”13000余件。这批烧石个体重量为 12-280g，
差异不很大,以小型者为主,应当是人工选择、利
用的结果。高星教授团队的模拟实验研究表明，
这批烧石为原始人类烧热后用来熟食或烧水使
用的。“体现了先民用火用热的特殊技能与方
式以及当时的人群对当地特定生态环境的特定
适应生存方略。” [10] 
略为遗憾的是，在中国史前考古资料中，
暂未发现除烧石外其他有关石烹法的烹具。例
如有明显被火灼烧痕迹的薄石板、石釜、石锅
等。换句话说，石器时代利用石质盛容器导热
烤制或煮制加工食物的烹饪方法并未在考古学
上得到证实。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石烹法概念的建构主
要是从史籍记载中得来的。在中国的史籍文献
中，最早的记录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成书的《礼
记·礼运》。书中记有：“夫礼之初，始诸饮
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11]。这段内容
是描述早期中国古人祭祀鬼神时烧黍烤猪，并
用手捧水献祭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汉
时期中原地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在普通百姓
的生活中应已见不到“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
的情况。所以，这段记录或许是西汉时期人们
对远古社会生活环境的一种臆想。而这种臆想
的来源，很有可能参照了当时其他少数民族的
生活状态。东汉人郑玄对《礼记》中这段内容
注解为：“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捭肉，加于
烧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犹然。”依此可以
判断，在东汉时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或许仍
有使用石烹的习俗。但这种习俗是否经历了从
石器时代开始的上万年传承，仍不能确定。三
国时期，蜀国人谯周在《古史考》中记到：“神
农时，人方食谷，加米于烧石之上而食之。” [12]
谯周自然无法对神农时期的事情做出准确描述，
所以这段内容大概率上也是参照了郑玄之说。
自此之后，唐代文献《艺文类聚·食物部》、
宋代文献《太平御览》、《事物纪原》等书都
对《古史考》中的这一记载做出引用，进而逐
渐形成一种中国古人在陶器出现之前使用“烧
石”作为烹饪工具的固有印象，并影响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籍文献中对使用石
质烹具烹饪的具体事例也有零星记录。例如，
在唐书《岭表录异》中记载到：“康州悦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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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百余里，山中有樵石穴。每岁，乡人琢为烧
食器。但烧令热彻,以物衬阎,置之盘中,旋下生
鱼肉及葱韭齑俎腌之类,顷刻即熟,而终席煎沸。
彼南中有亲朋聚会，多用之。”[13]《岭表录异》
是唐代人刘恂记录岭南地区异物异事的书籍。
在这里记录石烹法，多为中原地区不常见的缘
故。从记述中，我们能看出这种石烹法并不是
生活中常用的烹饪法。或许只是一种亲朋聚会
时提升宴会档次或增加宴会趣味的食法。同样，
明朝人程本立在《巽隐集》中《戏咏石饼》的
诗文前也对当时在今四川省仪陇市地区所吃的
石饼做了描述。“予行至土门铺，无炊具，日
已午，未早食。从者陈祥，择一石圆如礮者置
火中。少焉，裹石以面，煨熟之，剥面食。予
曰此名石裹堆也。予因名之曰石饼，诗以识之。”
[14] 
以上两则史料中虽然记录有石烹法的相关
信息。但从内容来看，这种烹饪方法并不为当
时中原地区人们所常用。或许因为此，相关的
石烹法记录稀少且零碎，并未引起历代文人们
的注意。正因为历史材料的稀缺，以至于我们
无法判断出这种烹法的具体使用的范围以及传
播性和传承性等问题。 
而今学界对于石烹法的讨论大多来源于民
族学资料给予的证据。不少学者通过对中国少
数民族石质烹具的研究，将中国少数民族的石
烹技法同石器时代的石烹法联系起来。可以肯
定是，1950年代前后，在我国西南以及东北的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确能见到石烹法的使用，
并且搜集到相关炊具实物。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有一件在云南省独
龙族地区征集到的石锅。该石锅为圆形板状，
页岩质地，厚 2至 3厘米，直径 30厘米。石锅
一面有黑色火烧痕迹，另一面有食物烙烤痕迹。
独龙族人在使用石锅时，先将其架在火塘上，
以石三脚做支撑，下面烧火，上面烙烤食物。
这种使用石质炊具烙烤食物的烹饪习俗在我国
怒族、纳西族以及门巴族和珞巴族人日常生活
中也能见到。除独龙族外，怒族和纳西族人将
这种圆板石锅架在火塘上，把调成稀糊的包谷
面、麦面或荞面均匀倒在上面，经火烘烤，便
可食用。[15]纳西族出名的“丽江粑粑”就是用
此种方法制成。西藏的门巴族和珞巴族人，会
使用直径一米左右的薄石片烤制玉米饼和荞麦
饼。[16]此外，用烧热的石块来烹熟食物的方法
在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中也能见到。例如东北的
鄂伦春族人会用桦皮桶盛水，同时把一些石块
烧红，将炽热的石块投入水中，使水沸腾，从
而把食物煮熟。清代《朔方备乘·考订龙沙记
略》中记到：“东北诸部落未隶版图以前，无
釜、甑、罂、瓿之属。熟物，刳木贮水，灼小
石，淬火中数十次，瀹而食之。”[17]云南的普
米族和纳西族会这种方法在木桶里热水，待水
热后，人在桶里洗澡。[18]而傣族人在剽牛仪式
中，先将牛皮铺在挖好的坑内，盛满水，放进
肉，接着把烧红的石块投入水中。过一阵，再
把石头取出。如此反复地复烧复投，使水保持
沸腾状态，将牛肉慢慢煮熟。[19]西双版纳的布
朗族人用同样的方法来煮鱼，唯一的区别是将
铺在坑里的牛皮换成了芭蕉叶。[20]独龙族则先
将食物和水装进竹筒中，加入三四枚烧红的鹅
蛋大小的石球，待石球稍微冷却后捞出继续加
热后投入，反复多次，直至把食物煮熟。[21]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牧民制作奶桶
肉时，会用用烧热的卵石放进密闭的奶桶内，
不仅加热而且增压。外部再加热奶桶，内焖外
烧来烹制羊肉。[22]生活在台湾地区的布农人和
排湾人会利用加热石板来烹制甘薯和鱼。不仅
如此，排湾人还会用椰壳做锅，向椰壳中投入
烧热的石块来烧水煮肉。[23] 
无独有偶，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
的石烹法。澳大利亚的土著会将肉或鱼放置于
炽热的石块、煤块上，或者将猎物腹部剖开，
取出内脏后填进烧热的石块，以此烤熟食物。
[24]据罗布特·路威《文明与野蛮》一书介绍，
蕃古洼岛的印第安人（Vancouvers Is.）、平原
印第安人、西班牙巴斯克人等，都会使用类似
加热石块的方法来烹制食物。[25]尽管他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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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装食物的容器不同，但是烹制方法都大同小
异。同样，地处大西洋南部美拉尼西亚的主妇
们在烹饪芋类食物时，会先将芋包在香蕉叶和
芋叶中，“俟火已烧过，从灶中取出烧热的石
头，把芋包放在还冒烟的灶中，再把烧热的石
头盖在上面。两个小时以后，取出芋包，剥掉
外衣，即可上桌了。”[26]而在巴西亚马逊丛林
中的克林-阿卡洛列印第安人会用同样的方法，
将木薯糕和香蕉包在香蕉叶中放入烧热的石块
间烙烤。[27]在北美洲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
“他们用特殊的方法在小树枝或树根编成的不
漏水的篮子里煮肉和鱼,煮的方法是把炽热的
石块投入盛水的篮中使水沸腾。”[28] 
综上可知，石烹法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
在的一种烹饪方法。它受生产力水平的约束和
自然条件的限制，是一种人类利用石材隔绝明
火，通过石材热传导后加热烹熟食物，进而提
高生活质量的一种烹饪方法。从目前的已知证
据来看，根据使用石材加热的不同方式，石烹
法分为石锅（板）导热和石块导热两种方法。
虽然在世界多地都出现有石烹法，但均为生产
力较低的族群所使用。这或许是我们探究石器
时代古人类日常生活的一个窗口。 
但根据现有证据，我们仍无法判断各地间
石烹法之间是否存在传播关系。可以肯定的是，
将石烹法作为日常食物加工方法的人群都未掌
握陶器制作的方法。陶制炊具可以直接使用明
火加热，而且无论是从制作、携带、卫生、热
传导效率、燃料耗损等方面较利用烧石的烹法
都是远胜一筹的。即使假设这种利用烧石烹法
曾经普遍存在，那它也会在进入陶器时代后迅
速消亡。因而有学者说“可能从陶器时代开始,
熟食才真正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方式。”[29]虽然
从古代文献中我们仍然能发现历史上零星使用
石材烹饪食物的记录。但那或许只是临时无奈
或专门讨巧的做法，并不能说明石烹法有着从
石器时代开始到今天上万年的延续和技法的传
承。 
 
Ⅲ. 石子馍的溯源 
 
在国内学界关于石烹法的探讨中，不少学
者都将今日流行于黄河流域甘、陕、晋、豫、
鲁等地的小吃石子馍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道
用小石子（块）焙烙而成小吃是石器时代石烹
法的遗存，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石鏊饼。[30] 
将石烹法、石鏊饼和石子馍这三者联系起
来讨论，看似形成了一条从石器时代到中古时
代再到现代的完整历史线索，以此来推断出石
子馍是石器时代石烹法的延续与传承。这种看
法值得商榷。前文中我们对石烹法的讨论中已
能说明石器时代的石烹法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并
不存在传承关系。所以石鏊饼或许跟石器时代
的石烹法并不存在传承关系。先前学者们大多
通过石鏊饼的名称判断其是借助石材导热制成，
因此与石器时代的石烹法相关联。但是这样的
判断方法似乎并不严谨。从我国石器时期考古
学资料来看，并未出土有用明火加热进而烧烤
或蒸煮的石质炊具。可以说，石鏊这种物品是
人们对石器时代烹饪工具的一种臆想。 
有关石鏊饼的记录见于唐朝人李匡文的
《资暇集》一书。书中记载有：“石鏊饼本曰
喭饼。同州人好相喭，将投公状，必怀此而去。
用备狴牢之粮。后增以甘辛，变其名质，以为
贡遗矣。”[31]由此可知，石鏊饼本名为“喭饼”，
唐朝时发源于同州（今陕西大荔地区）地区。
同州人性格刚烈直爽，常常与他人甚至官府发
生争端，去打官司前，都会携带一些“喭饼”，
以备自己官司万一打输坐牢时食用。后来人们
对“喭饼”的制作工艺进行了革新，增加了甘
辛味道，也顺便改变了“喭饼”这个原本不雅
的名字。石鏊饼从而成为了上贡的贡品，遂流
行于长安。遗憾的是，在《资暇集》中并没有
交代石鏊饼的具体作法，但从相关描述中可以
推断出石鏊饼是一种小麦粉烘烤制作而成，具
有耐储、便携、易食、抗饥等特点的方便食品。 
从唐朝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和石鏊饼的名称
来看，我们推断石鏊饼的做法或许跟石头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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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首先，《资暇集》成书于晚唐时期，
当时民间陶制炊具已经普及。石制炊具不易加
工制作，热能转换率低，生产效率低且笨重。
况且郑玄所说“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捭肉，
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犹然”已能说
明在汉朝时期，只在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仍保存
使用石器烹饪这一生活习惯。所以，除个例外，
在中原地区民间应当已不再使用石制的炊具。
因而，用石鏊做饼，应当不大可能。第二，从
炊具来分析，“鏊”，即平底锅的意思。从旧
石器时代石鏊的产生到新石器时代的陶鏊，到
后来的铜鏊、铁鏊，再到铛，虽历经发展，但
此类炊具的平底的主要形制和炕、焙的使用功
能没有变。若要在此无沿的平底锅具上，按今
日“石子馍”的烹饪方法，铺上两层石子，无
疑是困难的。所以，“石鏊饼”或许与今天陕
西一带所流行的“锅盔”类食物有关，而与需
借助石子烹饪的“石子馍”无关。学者刘玉红、
曾昭聪也曾讨论过，“‘鏊’是用于烙饼的平
底锅。‘石饼’大概是说烙饼坚硬如石。”[32]如
若“石鏊饼”真的是“坚硬如石”，则可说明
其饼身瓷实且含水分较少，实用、耐饥并易于
持久保存，比较符合《资暇集》里所说“喭饼”
的特征。以此判断，石鏊饼或许类似今日陕西
关中地区的食物“锅盔”，而与用小石子（块）
制作的石子馍无关。 
通过古籍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石子
馍的详细记录大都出现在清朝时期。其中出现
最早的应为清人童岳荐所著《调鼎集》。书中
“西人面食”一章中记录有一吃食，名为“石
子炙”：“油和面内，内包椒盐或包糖。将石
子烧红，上下炙之”[33]。在清人袁枚所著《随
园食单》中也有介绍一种吃食，名为“天然饼”，
做法同“石子炙”亦异曲同工: “泾阳张荷塘明
府家制天然饼，用上白飞面加微糖及脂油为酥，
随意搦成饼样如碗大，不拘方圆，厚二分许，
用洁净的小鹅卵石衬而熯之，随其自为凹凸，
色半黄便起，松美异常，或用盐可。” [34]清
道光年间陕西长安人薛宝辰所撰《素食说略》
中记载的“油酥干饼”：“细面以温水加香油
及糖或盐和之，揉到。愈揉愈佳，功夫全在揉
上。拍作薄饼，按分半后，大如小叠（碟），
锅内铺小圆石，置饼其上烙之，甚酥。”[35] 
从以上三部文献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
其描写无论是“石子炙”“天然饼”还是“油
酥干饼”，其烹饪方法和食物的形制都与今天
的“石子馍”大致相同。而在张延年所注《调
鼎集》中，对“西人面食”的解释为“指我国
西北地区的面食，这里收集的大约是扬州常见
的品种。”[36]刑渤涛对“西人面食”中的“西
人”解释为“我国西北各省人”，其对“石子
炙”的解释为“陕西著名的石子馍”。[37]所以
可以肯定“石子炙”或“天然饼”都来自西北
地区，大致在清朝中期，成为流行全国的民间
美食。我国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
的地区，著名的文化交流走廊丝绸之路横贯其
间。因此，当地饮食习俗也多少受中亚各民族
以及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石子馍”也有可
能是从外传入，在西北地区逐渐流行后再传至
江南地区。 
受史料文献所限，我们无法再上溯寻找到
这种用石子制作出的干饼的更多信息。最古老
的记载也只有唐书《资暇集》中跟其略为相像
的“石鏊饼”。宋元时期流传至今有多本有关
烹饪的书籍中也无一提到。直至清朝时期，才
有了相关记录。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三种清
代文献记录中，三种几乎相同的食物其名称各
不相同。这或许是“石子馍”出现的时间较晚，
且中国面食文化区内传播迅速，以至于在各地
的名称没能统一。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有关石子馍的文献
记载少，因此无法对其起源、传播路线、传播
地区等问题做出细致的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
今日的石子馍与唐朝时期的石鏊饼和石器时代
的石烹法没有关系。尽管石子馍也是利用石质
烹具加工制作而成，但从制作原料、制作方法、
烹具选择上来说，和石器时代的石烹法完全相
异。最为重要的是，石器时代的石烹法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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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陶时代”想要享用熟食的一种无奈、妥
协、取巧的选择。而石子馍则是饮食文化发展
到一定高度，人们对食物色、香、味、意、形
的更高追求而刻意选用石子（块）作为烹具的
饮食创新。 
 
Ⅳ．今日的石子馍 
 
时至今日，石子馍依然流行全国，并在甘、
陕、晋、豫、鲁一带盛行。虽然名称叫法各异，
有“石子锅盔”、“石子馍”、“旋饼”、“圪
拦”、“饽饽”、“石子饼”、“疤饼”、“砂
子饼”、“莺莺饼”等称，但是大致形制和制
法基本一致。 
石子是制作石子馍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于石子的选择也十分讲究。并不是所有的石
子都适合作为烹饪石子馍的材料。陕西富平县
的石子馍都选自县南石川河里的石子。选取鹌
鹑蛋大小或玉米粒大小且表面光滑平整的石子，
一锅石子大小要统一。石川河的石子被富平县
人誉为“墨玉”，看似发白发灰颜色的石子经
手搓挼后就开始变黑，放进锅中加油炒制后油
黑发亮，像玉石一般。而且在石子烙制过程中
不易粉碎炸裂。富平县人采集好石子后会先用
面汤煮洗。一来是高温清洁消毒，二来是面汤
浓稠，能够将石子表面肉眼不可见的细小孔洞
填实，使得石子表面更加光滑。对石子的煮洗
也很有讲究。一般不由妇女或青年男性来做，
通常为 50-60 岁的男性来负责。富平人对此的
解释是说煮洗石子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工作，
石子很沉，要用人工在锅中反复捞起。妇女没
有力气作，青年男子干此活太累，容易伤身影
响生育。制作石子馍前，将煮洗好的石子凉干，
放入锅中并倒入半斤左右的菜油，拌匀。此工
序准备好后，就可以烙制石子馍了。用过的石
子也得阴凉避光保存，放置暴晒或过热使得石
子表面油脂挥发。通常来说，富平县农村家家
都有烙馍的石子，没有石子的家庭也是所谓“不
讲究”的家庭。石子一般情况下是不外借的，
需要借石子的家庭，也是那种“不讲究”的。
之因为不讲究，就是他们在烙石子馍时不注意
对石子的保护，温度掌握不好，容易使得石子
受热过度炸裂，表面油脂也过度挥发。主人家
到头来还得自己重新用油养护石子，这在经济
欠发达的年代是非常划不来的一件事。就是因
为在烙制石子馍的时候需要用油，所以有故事
说大荔县一家人有一锅使用了 20 多年的油石
子，到 60年代灾荒时期，无面可炊。家人每次
熬萝卜，先将此石子煮水，水里便有油花。用
此法熬过两年。[38] 
陕西关中地区石子馍的传统做法为：面饼
小麦粉加水和成，根据口味可添进盐、糖、碱、
熟猪油、鲜花椒叶、小香等调料。将面团揪成
小剂，擀成铜钱后的圆形饼坯。选用拇指头大
小的鹅卵石，放在生铁锅里用旺火烧焙。待锅
底烧红、石子烧热后，取出部分石子，把饼坯
平放在锅里的石子上，再用取出的石子覆盖在
饼坯上。大约焙烤 4-5 分钟左右，透体金黄的
石子馍即成。山西吕梁地区农户家家都有一盆
因经常烹制石子馍而变得油光发亮的圆石子。
在烹制时把一部分放石子放在平锅上烧热，再
将发酵的白面用碱去酸，揉进食油(一斤面配二
两油的比例)并掺适量五香粉和食盐，揉均匀后
揪成大小相等的面团，擀薄后放在烧热的石头
上，再把另一半石头压在上面，用中火烤熟。
[39]晋中地区的石子馍被称为砂子饼。其直径约
8 寸到 1 尺。制作时要将面粉、食油、盐、五
香粉等原料和成面团，再用擀面杖擀成圆而薄
的饼坯。先把平底锅置于火上加热，再把大小
不一的河中捡来的卵石洗净，铺在平底鏊里，
待卵石烧到极热以后，把饼坯盖上卵石上改用
文火烤熟即成。这种饼的原料配比，可按口味
需要而定，但食油不可多放，以免影响贮藏存
放。如若喜欢甜食，亦可加糖去盐制成甜味砂
子饼。[40]河南灵宝地区石子馍是用发酵面合椒
盐擀成，呈巴掌大饼坯，捏帽状，用豌豆大石
子上盖下铺，底下大火烙石鏊，待饼熟后，抖
落石子，面饼金黄凸凹，石子馍及成。[41]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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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峙县的石子馍被称为疤饼，基本都由县内西
式糕饼店制作，作法较为新式。较之传统咸香
味道的石子馍，繁峙疤饼在和面中，添加进了
白糖和奶油。烹饪灶具也从生铁锅换成了抽屉
式的电烤箱，鹅卵石子变成了黑色“釉坠”。
一般做法是先将釉坠平铺于烤盘内，上面放置
饼坯，再在饼坯上盖一层玉米粒大小的釉坠。
之后，选择火力，通电加热即可。由于繁峙疤
饼采用制作瓷器上釉所流下的釉坠作为烹饪器
具，所以疤饼饼身的“疙瘩”会小些。山东德
州地区武城县的石子馍被称为旋饼。其做法较
其他地区的石子馍略有区别。旋饼是一种烙制
馅饼，因在包制时用面皮旋起裹馅而得名。在
制作时先在一平底锅内烙至饼皮发硬，再挪至
石子锅中烙至两面金黄。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石子馍的制作过程中，
无论饼坯的甜咸薄厚，还是是否添加馅料，最
重要的就是使用石子作为烹饪器材。在制作的
过程中，热量要通过石子的传导来加热饼坯使
之成熟。通过石子对热量的阻隔，使得火候刚
好炙熟饼坯，而不至于焦糊。再加之石子与饼
坯的贴合，使饼坯能够均匀受热，呈现较好的
口感。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作为面食之路中国
段的一部分是石子馍主要传播分布的区域。在
此范围内石子馍及其制作方法得以传播并在不
同的地区演变出新的种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石子馍印证了面食之路的实际存在。而且 
也说明了面食之路并不仅仅是一条连接中国与
外界的饮食文化通道，在中国地区范围内，它
仍然发挥着文化传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丰富了面食之路的文化内涵。 
 
Ⅴ. 石子馍与当代民俗 
 
贾平凹在其著作中记录过一则有关石子馍
的趣闻。大致说在 20世纪 70年代，陕西关中
一农民有冤情，在当地无法申诉，遂携带石子
馍一袋，步行去北京告状。当时正值炎夏，路
上行人干粮皆坏，惟独石子馍不馊不腐，路人
啧啧称奇。到北京后，农民当街吃食。北京人
都没见过此物，农民便抓住商机，卖饼雇人写
状。最终冤案大白，农民为表示感谢，送替其
鸣冤者石子馍。石子馍能保存一年且完好无恙，
整个京城哗然。[42]正是由于石子馍具有耐储、
易携、便食、抗饥、卫生和便宜的特性，所以
常被当作干粮使用。 
石子馍因为制作工序简单，用料普通，所
以从出现之时起就是作为一种大众食品而存在
的。时至今日，石子馍依然流行于黄河流域地
区。在工业化之前，石子馍大多由各家独自制
作。在关中以及晋南、豫北一带家家都会备有
用来烹制石子馍的大铁锅和石子。由于在城市
中难以获得烹制石子馍所用的石子，所以现在
城市家庭中很少会自己烹制石子馍了。现今城
市中所售卖的石子馍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超市
商店里销售的机器工业化制作，包装精美的石
子馍，较为普遍常见。另一种是大多位于小区、
市场附近的门店作坊按照传统烹饪方法生产的
手工石子馍。当然，还有一种是特色饭店内按
菜品出售的石子馍。换句话说，石子馍已经从
一种乡土社会的家庭美食转变为商品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脱离乡土社会的石子馍不仅在转变了自
身角色，而其原有的一些民俗意义逐渐消失。
在乡土社会中，石子馍除了作为日常主食之外，
大多时候还作为馈赠的礼品存在。在渭北地区、
晋中地区等地，妇女产后坐月子时，娘家或者
亲戚朋友都会带有石子馍作为礼品前去探望。
在出生前一个星期，娘家人会提前烙制好石子
馍，待顺产的喜讯一到，便立即带着石子馍前
去探望。石子馍松脆酥香易于提起食欲，发面
饼烙制既易于消化。产妇坐月子不易下床，石
子馍可直接坐在床上食用，非常方便。石子馍
不用再次加热，食用方便，可当作零食食用。
焦黄色的馍也能勾起产妇食欲。这样增加产妇
的食量，有助于其恢复体力，滋补营养，多下
乳汁。对于送礼人来说，石子馍是用“白面”
做成，属于“细粮”。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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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以食用“粗粮”为主，“细粮”的价
格较高，产量也低。以“细粮”当做礼品赠送
也能较好地表达出送礼人的心意，亦有助于亲
戚间情谊的增进。在山西吕梁地区，在过年时
走亲访友也会携带石子馍作为礼物。送礼时一
般都要带 5-7 个。为表示不白吃人家的礼物和
友好情义，主人一般只收一半。并用自己家制
作的石子馍添够反还，让客人带回。如果主人
家准备近期回访，也可将饼悉数收下。[43]“六
月六，走麦罢。”当晋南地区麦子收获时，新
女婿会用新麦磨成的面粉制作成石子馍送给丈
母娘。以此来表明自家丰收的喜讯，同时也带
给对岳父岳母的良好祝愿。在经过春种夏收的
农忙时节后，女婿正好趁此农闲机会探亲媳妇
家，也借此联络两家感情。在陕西大荔县，只
要是谁家的媳妇快要生孩子了，在生产的前几
天，主人家会把亲戚邻里的妇女们都请到家里
赶做石子馍。亲戚朋友多的家庭一天可烙制上
千个石子馍。准备如此之多的石子馍，一是为
了自家媳妇坐月子时吃；二是为届时前来探望
婴儿和产妇的朋友作为回礼准备。路远的亲戚
朋友亦可将石子馍作为干粮为其在回程途中提
供饭食。 
在山西翼城，石子馍还被作为中秋节拜月
的祭品。每逢八月十五，翼城家家户户都会提
前烙制数量较多石子馍。除了专门作为祭祀的
祭品外，还被当作探亲访友的礼品食品。其余
剩下的，则作为粮食储存。又由于翼城地区特
有的“拜月”习俗，石子馍还被烙制成兔子形、
石榴形、桃形等式样。在保留食物特性的同时，
还增添的艺术性和趣味性。 
随着近几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国家大力
支持和推动发展旅游业，各地政府也积极维护
和推进旅游产业发展。作为旅游业中的实体元
素，石子馍本身便食和耐储的特征，它既是旅
游小吃，也是旅游纪念品。在“兵圣”孙武故
里山东东营，当地一日游线路中就会为游客们
提供“兵圣石子馍”作为配餐。将“兵圣”冠
名石子馍，很好地增强了游客对当地文化的认
知性。陕西大荔县的石子馍经中央电视台和陕
西电视台的宣传后，成为大荔旅游的金子招牌。
在大荔县的各旅游景点，都能见到售卖石子馍
的摊点，每逢节假日顾客如织。为了满足顾客
的各种需要，大荔县石子馍现已发展有三大品
种。一是传统的石子馍；二是韦林镇西寨村的
石子馍，这种石子馍较为厚实，且中间可以夹
菜夹肉；三是拳头大小的坨坨石子馍，适合饭
量不大的女士和小朋友吃。河南浚县的石子馍
因古庙会的兴起而流行。经过多年的发展，石
子馍已成为浚县一道主打的风味小吃。浚县南
关外村因经营石子馍生意成了规模，被称为“石
子馍村”。一家子馍餐馆老板说：“古庙会期
间，两间门面的小店一天光石子馍能卖 8袋面
（约 200公斤），1500个石子馍左右，每个 3.5
元就是 5千元左右，再加上面条小菜，一天差
不多能卖到八九千元。用的工人也多，7 个人
需要不停地忙一天。”[44]2013年南关外村人均
收入突破 2万元，这其中就有石子馍的很大功
劳。 
今天，石子馍不仅在实体店中销售火爆，
在网络销售中也异常优秀。在淘宝网中以“石
子馍”作为关键字搜索，能搜索到上百个品种
的石子馍，销售最多的“网络爆款”已累计销
售近 1万 2千人次。 
同样，石子馍不仅是一道当今大众美食，
作为丝绸之路上饮食的活化石，它亦是一例能
展现出我国饮食文化交流的相关实物。石子馍
以及烹饪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
在陕西韩城市、河南浚县、甘肃临洮县都得到
立项。这也说明石子馍及其烹饪工艺不仅承载
有重要的文化信息资源，也是历史上饮食文化
交流的真实见证。石子馍承不仅载着人类社会
的文明，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在它身
上，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饮食文化、吃苦耐
劳的精神和注重亲情礼仪的民族品质。 
 
Ⅵ.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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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上小麦、制粉技术（利用旋转石
磨磨粉）以及面粉发酵技术等相继传入中国后，
面食食物开始逐渐成为古代中国北方地区人们
的主食之一。受西来饮食习俗以及饮食文化的
影响，以烘烤为烹饪方式的面食食物自魏晋以
来开始在中国北方地区兴起。在此时期，尤其
是唐朝时的文献资料，出现大量关于“胡饼”、
“炉饼”的记载。《广异记》《原化记》《虬
髯客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大和上东
征传》以及多首唐诗中均提及“胡饼”。“胡”
字说明这种食物由胡人从西域传来，在唐朝时
已经在中国北方地区流行普及。丝绸之路作为
胡人西来的主要路线早已得到证实。所以，丝
绸之路同时也作为“面食之路”而存在。因为
面食文化是丝绸之路这一线路遗产的基层性内
容之一。此处所谓的“面食之路”，完全符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范的“文化线路”或“线
路遗产”相关概念所内涵的开放性、多样性和
复杂性，它提示了一个可供观察和分析人类多
元文化彼此以“面食”为媒介而展开的交流、融
汇和互动之历史进程的跨文化的超大时空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存在着丰富、显著的长时段及
连续性的文化变迁史的证据。[45]或许石子馍也
正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证。 
千百年来，“面食之路”上的饮食文化交
流并不是在固定时间段内单向的、单次的简单
交流，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呈现为多
向、多层次的复杂互动的交流过程。至迟在距
今 4000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入到中国境内，并
广泛分布种植在中国北方地区以及西南地区；
[46]有关胡饼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朝时期的文
献中。而与胡饼同样作为烘烤类面食的石子馍
是否是一种外来食物，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
研究。 
无论如何，当“石子馍”出现在中国之时，
它就已经开始了本土化的调试，并广泛在面食
之路中国段内传播。在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区
的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味蕾，用自己的烹饪方法
不断对“石子馍”进行制作方法上的探索。例
如，添加花椒叶的韩城“石子馍”、添加奶油
和白糖的繁峙“疤饼”以及饼内加入馅料的武
城“旋饼”等等，都可视为是这方面成功的尝
试。在人类未发现新的粮食作物和烹饪技法之
前，面食食物一直会长期存在于人类的饮食生
活之中。从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中可以得知，
诸如烧饼、馕、饺子、面条、麻食、粥等食物，
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石
子馍”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利用石子作
为热源导体的烹饪方法也不拘囿于面食食物的
制作。这种独特的制作方法也运用到其他食物
的制作中。例如我们今天在中国城市街头常见
的糖炒栗子，以及近年来所流行的特色饮食石
头煮鱼、石块烤肉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面
食之路”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并不仅仅是
过去式的，而是一种持续性的影响。 
 
 
注释＊ 
 
1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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